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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例，使用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负二项回归分析研究了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及知识基础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度数中心度、结构洞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基础在二者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因此，航空装备制造企业要积极扩大专利合作规模与频次，努力向专利合作网络中心位置发展；同时要拓展获取异质性知识的渠道，鼓励企业内知识交流，增强知识积累，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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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Taking aeronaut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s an example, using patent cooperation data, throug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on enterpri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knowledge base in i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egree centrality, structural holes and enterpri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the knowledge base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avi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expand the scale and frequency of patent cooperation and strive to develop toward the center of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should expand the channels to obtain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encourage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enterprises, enhanc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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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而新冠疫情加剧了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策略，而我国在很多领域与美国行业巨头之间仍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我国企业面临技术“卡脖子”的困境[1]。而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重要途径便是推动企业对尖端技术的研究，促进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所谓探索式创新是指企业凭借新的技术和知识或摆脱既有技术轨迹和知识，为满足新的市场和客户所进行的创新[2]，强调获取和创造全新的知识，力求脱离和超越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因素有很多，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组织关系[3]、股权结构[4]、社会责任 [5]等，外在因素包括金融环境[6]、市场进展[7]，政府补助 [8]、合作网络[9]等因素。在众多因素中合作网络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不可能是闭门造车，其必须从外部获取大量的异质性资源，而合作网络特别是专利合作网络便是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途径[10]。专利合作网络是企业在合作创新过程中通过联合申请专利而形成的网络，通过这种网络企业可以降低知识获取成本，分摊研发风险，提高创新成功概率。因此，明晰专利合作网络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机理将有助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活动的开展。
学者们对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发现不同的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不同的影响。对其中的作用机理的探讨，大都集中于其他内外部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从未深入探究专利合作网络通过何种路径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产生作用。因此现有关于专利合作网络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关系的研究仍未完全明确二者的作用机理。根据知识基础理论，创新本质上便是对于知识整合重组再创造，而探索式创新便是企业学习新领域内的新知识，或者是对知识进行重组整合应用于新领域，而无论何种形式均需要企业具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因此知识基础对于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黄玮强等[11]、刘国巍等[12]对合作网络中的知识扩散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会对企业的知识吸收和再创造能力产生影响，其中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与企业知识吸收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专利合作网络会对企业的知识活动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并未涉及到企业知识活动的本质，企业对于知识的搜索、吸收、学习、转移等活动均会对企业的知识基础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会对企业的知识基础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拟引入知识基础作为研究的中介变量，来探讨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机理。
航空装备制造产业是典型的专利密集型产业，产业内企业间的专利合作比较频繁，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专利合作网络；同时，作为高技术行业，其对于探索式创新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例，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拟使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专利合作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知识基础在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探索式创新间的中介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从微观角度探讨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选取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重要的个体网络结构指标进行研究。
2.1.1  度数中心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度数中心度表示与企业直接相连的专利合作网络个体数量，表现了网络个体的中心性。度数中心度越大，表明与企业直接合作的个体也多，企业也往往靠近网络中心位置。因此高度数中心度的企业有着更多的信息交流渠道，能够从多个合作者获得有助于探索式创新的资源，提高企业探索式创新成功的概率[13]。度数中心度越高，企业有更多的渠道获取信息，企业通过对不同渠道的信息进行比较识别和整合，将大大降低获得异质性信息的成本，也有助于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由此得到假设：
H1a：度数中心度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2.1.2  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网络中一个个体与其他两个个体直接相联结，其他两个个体间无直接联结关系，那么三者之间便形成一个结构洞。根据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是指网络中的空隙，衡量了网络结构中的非冗余联系，是专利合作网络中信息交流传递的桥梁，企业通过结构洞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14]。
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往往能够通过结构洞先于结构洞两端的企业获取到大量的信息资源，从而在信息上获得先发优势。根据结构洞理论，结构洞作为专利合作网络中信息交流传递的重要途径，企业会从信息交流传递过程中获取到自身探索式创新所需要的大量的非冗余资源，从而促进探索式创新的进行[15]。
结构洞理论表明占据结构洞的企业作为结构洞洞两端信息交流传递的唯一枢纽，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权力，例如能控制信息传递的方式及速率。因此，结构洞给企业带来了信息交流的控制权力，企业运用控制权力能够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获得大量的非冗余信息，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
综上所述，结构洞为企业带来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将降低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的风险和增加企业探索式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得到假设：
H1b：专利合作网络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2.2  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
2.2.1  度数中心度与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 
度数中心度是衡量企业中心度的重要指标，度数中心度越高代表企业越靠近网络中心位置。专利合作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与更多的组织展开专利合作活动，有更多的创新渠道，根据知识基础理论，企业会与外界交流学习新知识，众多专利合作活动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多样化的知识元素，极大的增大了企业的知识基础宽度[16]。网络中心位置在为企业带来众多信息交流渠道的同时，也会向外界传递良好的声誉信号[17]。其他合作者在考虑专利合作时，往往会优先考虑中心位置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也是网络中某技术领域的权威，与这类企业合作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也可以提升自身合作关系质量。因此度数中心度越高的企业拥有着大量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合作关系中处于主动位置，企业能自主选择合作伙伴，获得更广、更深的知识元素，能够加快知识的吸收整合速度，从而拓宽并加深企业的知识基础。因此，提出假设：
H2a：度数中心度对知识宽度有促进作用；
H2b：度数中心度对知识深度有促进作用。
2.2.2  结构洞与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
结构洞是专利合作网络两个无关联的个体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两个差异较大的个体通过结构洞相联结，跨越结构洞的企业能够在两个个体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获取到大量的非冗余信息，企业通过筛选整理吸收非冗余信息后获得的知识的成本将大大降低。结构洞的参与者对于信息交流传递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且两侧的个体存在差异且不直接相连，因此跨越结构洞的企业通过结构洞两端的个体获得的知识并不完全重复可以累加，企业通过结构洞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18]。因此结构洞提升了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力，促进了企业的知识深度和宽度。
在专利合作网络中，个体间存在差异性，结构洞的存在将促进网络中不同个体间的双向信息交流，有利于不同的知识在结构洞间流动，改善企业的知识结构，拓宽企业的知识领域，加深企业对知识的掌握程度[19]。另外，结构洞两端个体由于不直接相连无法直接沟通，必须通过结构洞进行，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可以控制信息流动的速率及内容，为整理吸收非冗余信息创造良好条件，有助于提高企业吸收消化知识的效率，改善企业的知识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占据结构洞的企业有着更高效的知识获取能力、消化能力，企业可以获取到更多的知识资源，拓宽加深自身的知识基础，因此提出假设：
H2c：结构洞对知识宽度有促进作用；
H2d：结构洞对知识深度有促进作用。
2.3  知识基础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2.3.1  知识宽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知识基础是企业知识元素的集合，知识基础宽度反映了企业知识元素的所涉及的种类类型，代表着企业专利技术所涉及的领域，它对于企业知识的获取吸收整合重组能力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企业研发年限的增长，企业从外部获得知识也随之增加，企业的知识积累也越来越丰富，企业掌握多领域多种类的知识元素，企业知识基础宽度也逐渐增大。在此情况下，企业从外部搜索获取知识的成本增大，外部知识或是与企业掌握知识重合或是对现有知识的完善，从外部获取到企业从未涉及过的领域的知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很难从外部获取新知识直接实现探索式创新[20]。在此情况下，通过对现有知识元素进行重新组合更易帮助企业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
知识宽度越大，企业涉及的技术领域越广，多领域多类型的知识为企业进行跨领域知识交叉重组提供了充足的可能，企业能够有更多的知识组合选择，提高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成功的可能[21]。知识宽度越宽，企业拥有的知识更加多样化，企业了解更多的技术领域，将有助于企业识别具有价值的知识组合，降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风险。除此之外，企业的知识基础越宽，企业吸收利用知识的能力越强。多样化的知识元素为企业筛选识别知识提供了依据，大大降低了知识搜索的难度。现有知识基础有助于企业吸收利用新知识，企业的知识宽度提高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
探索式创新是企业对于新领域知识的学习利用，或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应用于新领域，知识基础宽度越大，企业有着更多的知识组合选择，降低了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的风险，因此提出假设：
H3a：知识宽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2.3.2  知识深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知识深度反映了企业对现有知识元素的掌握程度，代表企业在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知识深度越大，说明企业在某个或某几个技术领域内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企业更清楚领域内的前沿知识和前沿技术，也更愿意为这些新技术和新知识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进行研发以保障其技术领先地位[22]。随着知识基础深度的提高，企业识别吸收知识的能力也随之提升。学习新知识对于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深化企业的知识基础，现有的知识框架和知识学习经验将有助于企业从外部搜索获取新知识，也有利于企业同化理解新知识，有助于企业从外部学习新知识。企业的知识深度越大，表明企业对于已有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对技术领域及产品市场上的各类信息均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技术领域现有知识的把握将有助于企业准确判断外来技术走向，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为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把舵，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
知识深度越大，企业对于已有知识也更为熟悉，现有的知识学习经验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知识吸收消化能力，有助于企业进行知识的组合，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因此提出假设：
H3b：知识深度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2.4  知识基础的中介作用
创新从本质上讲是人对于知识的吸收再创造过程，探索式创新是企业内的研发人员为突破现有的技术领域进行的知识创新活动。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前提是企业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知识基础理论认为专利合作网络是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23]，企业在专利合作的过程中进行知识分享与交流，企业从中获取到大量已掌握或未掌握的知识资源，企业的知识基础也随着企业获得吸收的知识资源的增多而增大，在深厚的知识基础上，企业对于知识的探索式活动变得更加简单，知识种类多样化的企业可以对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整合重组，也有利于企业吸收新知识，企业探索式创新成功的概率也随之而提升。
企业通过专利合作网络获取资源，但处于网络不同位置的企业对于知识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吸收能力存在差距。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其通过结构洞两端的差异化的个体获取到大量的多样化的知识，这些知识资源丰富了企业的知识基础，当企业有着深厚的知识积累时，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的难度就大大降低[24]。而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其往往拥有多个信息交流渠道，企业往往能够获取较多的知识资源，拓宽企业的知识基础，加深企业对于现有知识的掌握程度，深厚的知识基础是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的底气，较宽的知识基础为探索式创新提供了知识组合的可能，较深的知识基础让企业能更快吸收利用新知识，提高了探索式创新的效率[25]。
综上所述，企业通过专利合作网络获取的知识资源越多，其知识基础就越大，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潜力也就越大。因此，提出假设：
H4a：知识基础宽度在度数中心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b：知识基础宽度在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c：知识基础深度在度数中心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d：知识基础深度在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的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专利合作数据主要通过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专题专利数据库检索得到，时间跨度为2012—2018年。由于发明专利更能代表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本研究的专利合作数据主要考虑发明专利数据。在将实用新型专利数据与外观专利数据剔除后，共得到发明专利数据71 657条。将独立申请专利和申请人含有外国组织和自然人的专利剔除后，得到3 407条专利合作数据，涉及187家企业，这便是本研究构建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专利合作网络的数据样本。
考虑到自变量与因变量数据来源均为专利数据，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引入时间窗这一概念[26]。引入时间窗是因为专利合作网络对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并不是立即生效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努力，企业从专利合作网络中获取到的资源才会转化为探索式创新成果。我国申请发明专利一般需要3—5年，因此本研究选择4年作为一个时间窗来构建专利合作网络。也就是分为2012—2015年、2013—2016年、2014—2017年、2015—2018年四个时间窗口，这四个时间窗分别测量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网络个体的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同时，我们使用Ucinet软件计算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
本研究选取四个时间窗内专利合作网络中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中对这些企业2011—2019年的发明专利进行检索，这便是本研究因变量和中介变量所需的专利数据，本研究所需其他数据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获取。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探索式创新。专利作为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主要产物，通过专利数据来衡量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是较为合理可靠的，且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本研究利用专利分类号对探索式创新进行测度[27]。由于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更高，更具有代表意义，因此本研究选用发明专利数据进行研究。具体方法如下：IPC分类号前四位代表专利的技术分类，用企业前五年的专利分类号的集合代表企业目前技术领域，如果企业申请专利的IPC分类号并不在前五年的分类号集合中，认为这项发明专利是一项探索式创新专利，企业全年的探索式创新专利总数为企业全年探索式创新成果。
3.2.2  自变量
度数中心度是专利合作网络结构中衡量中心度的重要指标。由于绝对度数中心度会受到网络规模的影响，不同网络规模下的绝对度数中心度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选择标准化后的度数中心度即相对度数中心度来衡量[28]。具体公式如下：
                              （1）
[bookmark: _Hlk58168133]其中，i 代表专利合作网络中的个体，j 代表网络中其他个体，Xij表示个体i 与个体j 之间的关系，若个体i与个体j直接相连，则Xij =1，否则Xij =0，n为网络中个体总数，n-1表示网络内节点的最大可能的度数。
考虑到研究需要及现有研究，我们选择Burt对于结构洞的测量方法，采用限制度对结构洞进行衡量[29]。企业的限制度可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得到。限制度反映了个体网络的闭合程度，即网络内个体间直接或间接相连的紧密程度，当限制度越大时，个体网络越闭合，网络中存在的结构洞数量越少。
3.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用到的衡量知识基础的指标有两个；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知识基础宽度代表了企业的知识元素所涉及到的领域广度，企业知识元素涉及的领域越多，知识宽度越大。参照现有研究，使用专利申请的IPC分类号代表知识元素涉及的领域，企业一年中IPC分类号总数便是企业的知识基础宽度[30]。企业的知识深度反映企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技术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当企业在某个或某几个技术领域中具有优势时，其往往在这些领域内有着较为雄厚的技术储备，对于这些领域的知识的掌握更加熟悉。参照现有研究，通过计算企业的技术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得到企业的知识深度[31]。技术比较优势的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Pit指的是企业i在技术分类t上的专利数。分子表示企业在技术领域t中的优势，分母则表示技术领域t在产业中的重要程度。
得到技术比较优势后，计算得到企业的知识深度
                      （3）
式中：μRTA为均值；σRTA为标准差。
3.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参考陈旭等[32]、杨金玉等[33]对探索式创新的研究，选取三个控制变量：企业性质、企业研发年限和研发投入。对企业性质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相较于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有着更加雄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也更为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其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承担这更为重要的责任，国有企业往往有着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往往会应政府和产业需求，对基础学科进行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发展[34]。特别是对于航空装备制造业来说，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有着更为雄厚的资本和研发能力，将更有能力进行探索式创新活动。因此选取企业性质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之一，国有企业记为1，非国有性质记作0。创新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其需要企业的一定技术积累。企业存在时间越长，企业所积累的知识基础越广越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也更加容易成功，因此引入企业研发年限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企业研发年限通过样本企业首次在航空装备制造领域授予发明专利的年份截至当前年份的时间长度衡量。技术研发投入越多，会刺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形成规模效益，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活动的进行。由于航空装备制造业多数企业并未上市，其财务数据无法获取，因此以本年内发明人员总数来表示。
3.3  模型设定
因变量探索式创新为非负变量，因此应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或泊松模型，由于本研究因变量探索式创新的方差（52.27）远大于均值（11.04），因此应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选择，最终所有模型估计结果都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此外，固定效应模型还可以控制那些无法观测且不受时间影响的个体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间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国有企业占到总样本的74.5%，这表明国有企业在航空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合作网络中占主体地位，这与我们的对于航空装备制造业的认知相一致。探索式创新的均值为11.04，方差为52.2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726，这表明航空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合作网络中企业间探索式创新能力差距较大，企业每年在新技术领域内发明11.04项专利。专利合作网络结构洞的均值为0.942，这说明网络中结构洞较少，应加强网络内信息交流传递，增加结构洞数量，企业也应积极进行信息交流，占据更多的网络结构洞。度数中心度的均值为0.810，这表明在五年的时间里，企业平均与0.810个其他组织合作研发专利；标准差为1.601，说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在专利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存在差异。通过对样本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其探索式创新差距较大对于专利合作网络的利用率较低，且在网络中地位差距较大。
表1  变量间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样本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探索式创新
	748
	11.04
	52.27
	0
	726

	度数中心度
	748
	0.810
	1.601
	0.235
	25.35

	结构洞
	748
	0.942
	0.139
	0.052
	1

	知识宽度
	748
	24.02
	32.84
	0
	298

	知识深度
	748
	1.258
	0.633
	0
	3.312

	企业性质
	748
	0.745
	0.436
	0
	1

	研发年限
	748
	17.16
	9.089
	2
	60

	研发投入
	748
	982.5
	4 532
	5
	63 159


表2显示探索式创新与度数中心度、结构洞、知识宽度、知识深度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初步验证了假设H1a、H1b、H3a、H3b。另外，度数中心度、结构洞与知识宽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联结的组织越多，占据的结构洞越多，越有利于企业拓宽知识基础。结构洞和度数中心度与知识深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上文的分析相一致，当企业处于专利合作网络中心位置或结构洞位置，促进企业知识基础深度的增加。
表2 变量的相关系数及VIF值
	变量
	1
	2
	3
	4
	5
	6
	7
	8
	VIF

	1 探索式创新
	1.000
	
	
	
	
	
	
	
	

	2 度数中心度
	0.202***
	1.000
	
	
	
	
	
	
	1.08

	3 结构洞
	0.170***
	-0.139***
	1.000
	
	
	
	
	
	1.10

	4 知识宽度
	0.701***
	0.216***
	0.176***
	1.000
	
	
	
	
	7.15

	5 知识深度
	0.432***
	0.053
	0.116***
	0.392***
	1.000
	
	
	
	1.28

	6 企业性质
	0.135***
	-0.037
	0.041
	0.191***
	0.191***
	1.000
	
	
	1.23

	7 研发年限
	-0.023
	-0.035
	-0.025
	0.106***
	0.115***
	0.199***
	1.000
	
	1.08

	8 研发投入
	0.292***
	-0.249***
	0.130***
	0.720***
	0.195***
	-0.017
	0.126***
	1.000
	2.44


注：表中的相关系数为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
本研究中研发投入与知识宽度、知识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0和0.701，均大于0.7，说明这些变量间有可能存在线性相关问题且均不可忽视。计算各变量的VIF值，发现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这说明这些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2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回归样本为187家企业4年的追踪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由于短面板模型相较于长面板和时间序列模型，时间的信息含量较少，不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因而不考虑进行平稳性检验。
使用Stata14.0软件，建立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对2016—2019年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验证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知识基础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知识基础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
[bookmark: _Hlk66025684]表3  专利合作网络特征、知识基础与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探索式创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结构洞
	
	0.534***
（3.11）
	
	
	

	度数中心度
	
	
	0.454***
（3.71）
	
	

	知识宽度
	
	
	
	0.037***
（18.72）
	

	知识深度
	
	
	
	
	0.631***
（9.16）

	企业性质
	0.676***
（3.05）
	0.850***
（4.02）
	0.642***
（2.85）
	0.899***
（3.03）
	0.551**
（2.37）

	研发年限
	-0.041***
（-3.56）
	-0.048***
（-4.53）
	-0.037***
（-3.25）
	-0.072***
（-4.68）
	-0.041***
（-3.83）

	研发投入
	0.000***
（21.94）
	0.000
（1.51）
	0.000
（1.44）
	-0.000***
（-3.53）
	0.000
（0.19）


注：*p<0.05 **p<0.01 ***p<0.001
表3中模型2、3中分别加入了自变量结构洞和度数中心度，验证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模型2结果表明结构洞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β=0.534，专利合作网络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假设H1b得证。模型3 表明度数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向相关（β=0.454，P<0.01），企业的度数中心度越大，越有利于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假设H1a得证。模型4、5则分别探讨了知识基础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知识基础宽度与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0.037，P<0.01），知识深度也与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31，P<0.01），表明企业的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3a和H3b。
[bookmark: _Hlk66025783]表4 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的中介效应
	变量
	探索式创新
	知识宽度
	知识深度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结构洞
	2.710***
（2.91）
	
	0.318*
（1.91）
	
	0.320**
（2.28）
	
	0.266***
（3.11）
	

	度数中心度
	
	0.047***
（2.63）
	
	0.435***
（2.96）
	
	0.603***
（5.34）
	
	0.014**
（2.34）

	知识宽度
	0.355***
（28.61）
	0.043***
（20.92）
	
	
	
	
	
	

	知识深度
	
	
	0.614***
（8.84）
	0.616***
（8.83）
	
	
	
	

	企业性质
	-1.003**
（-2.16）
	-0.054
（-0.76）
	0.551**
（2.37）
	0.527**
（2.23）
	0.612***
（8.35）
	0.595***
（25.85）
	0.206***
（5.06）
	0.195***
（4.78）

	公司年龄
	-0.061***
（2.16）
	-0.004
（-1.04）
	-0.041***
（-3.76）
	-0.038***
（-3.47）
	-0.008**
（-2.09）
	-0.002**
（-2.44）
	0.003
（1.44）
	0.003
（1.57）

	技术储备
	-0.004***
（-11.83）
	-0.001***
（-9.94）
	0.000
（0.48）
	0.000
（0.37）
	0.001***
（17.23）
	0.001***
（82.27）
	0.000***
（5.81）
	0.936***
（15.28）


注：* p<0.05 ** p<0.01 *** p<0.001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35]的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来检验知识基础的中介效应。按照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上文已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第一步检验。 
第二步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间的关系，如表4所示。模型10～13分别对结构洞、度数中心度与知识宽度、知识深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模型10、模型11结果表明结构洞、度数中心度与知识宽度显著正相关，假设H2c、H2a得证。模型12和模型13研究了结构洞、度数中心度对知识深度的影响，发现结构洞与知识深度在p<0.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度数中心度与知识深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H2b、H2d得证。
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加入到总效应回归模型中，检验结构洞、度数中心度与知识基础、探索式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6和模型7，在加入知识宽度后，结构洞和度数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间的关系未发生变化，仍显著正相关，而知识宽度也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表明知识宽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a、H4b得证。模型8和模型9主要验证企业探索式创新过程中，企业知识深度对网络结构的中介效应。模型8和模型9的结果均表明在分别加入知识深度后，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与探索式创新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知识深度与探索式创新关系显著，表明知识深度在专利合作网络与探索式创新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c、H4d得证。
5  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例，实证研究分析了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本研究从度数中心度、结构洞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了专利合作网络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高度数中心度的企业其获取异质性资源的成本较低，企业更容易完成对知识的重组整合，实现在新领域的创新。本研究采用结构洞限制度来衡量企业结构洞，结构洞限制度越小，即企业在网络中占据的结构洞越多，越有利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进行。因此，实证结果表明度数中心度与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正向相关，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
（2）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的知识基础存在正向影响。本研究分别探讨了度数中心度、结构洞对企业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的影响，发现度数中心度越高，企业的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越大，这是因为度数中心度越大，企业获取知识的渠道越多，企业的知识基础也随之拓宽加深。结构洞对企业的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也具有有促进作用，因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其在专利合作网络信息交流中中具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企业从结构洞中获取到大量的异质性知识，极大的增大了企业的知识宽度和深度。
（3）知识基础在专利合作网络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由于探索式创新归根究底还是学习新的知识元素，因此将知识基础作为中介变量。企业从专利合作网络中获取到大量的异质性资源，增大了企业的知识基础，为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逐步回归检验回归系数法对知识基础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知识基础宽度和深度在度数中心度、结构洞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专利合作网络会对企业知识基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探索式创新。
5.2  管理启示
由于本研究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例，因此针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提出以下管理启示：
（1）航空装备制造企业要及时关注专利合作网络结构变化，根据其网络结构特征采取与之适配的策略，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探索式创新。首先，企业要加强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不断扩大自己的合作规模，努力向网络中心位置靠近，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构建信任和承诺程度较高的网络结构。其次，在选择专利合作方时尽可能地选择网络中心位置或靠近网络中心位置的组织，多与不同类型的组织合作，塑造多结构洞的专利合作网络。
（2）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重要因素，且知识基础在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探索式创新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同外部合作，获取不同领域的异质性知识，拓宽知识基础，加强技术领域的知识积累，为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创造良好的知识氛围。同时，要创造良好的组织学习氛围，鼓励员工间进行深度学习和知识交流，深入挖掘现有知识潜力，加深对企业知识的了解与把握，为企业探索式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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